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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与飞地：
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实践

高 翰，王兴平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南京 210096）

摘 要：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大量中国移民迁移至非洲从事小型商

业活动，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移民如何在东道国融入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学术讨论。研究以埃塞

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活动为代表性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的定性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过去 20年间中国移民商业网络和空间分布的发展脉络。研究揭

示，中国移民通过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建立经济和社会网络，采取“双重嵌入性”策略以实现其生

存和发展。面对当地社会的排斥及自身的不安全感，中国移民塑造出“飞地”这一自我隔离的经

济和社会空间。飞地的形成不仅是面对排斥的被动反应，更是中国移民为保护自身利益、维护社

会网络而采取的主动策略。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移民小型商业活动的特征，并为促进中国移

民的海外经营和生活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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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入 21世纪以来，超过 100万中国企业家、工人、工程师、经理等移民陆续来到非洲［1］，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国际援助等多种跨国实践，形成了国际移民的新格局［2］。这

些移民不仅包括跨国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参与者［3］，还包括众多自发来到非洲的个体经营

者［4］，他们通过多元的商业实践，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在此背景下，

小型商业活动成为中国移民“走出去”经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5］。这些由中国移民经营的

小型商业，通常规模较小、人员精简、资源有限［6］，区别于规模庞大、资金与技术充足、管理层

级复杂的大型跨国企业，其经营范围一般局限于特定的城市市场，业务类型包括餐馆、超市、

发廊等小型零售业和服务业。这些小型商业通常由个人或家庭经营，具有较强的经营灵活

性与适应性。

近年来，当代中国跨国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嵌入性成为重要的研究

议题，相关研究日益增多。有学者考察了中国人在非洲的日常生活、身份认同、经济活动以

及这些方面在东道国社会环境中的嵌入状况［7，8］。研究表明，中国移民能够在母国和东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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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建立定期的流动机制，整合并利用国内的特定资产与具有区位优势的当地资源［9-11］。但

是这些活动始终面临嵌入与脱嵌的持续张力：虽然去地域化的资本和劳动力是全球一体化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为中国移民的跨国流动和扎根地方消除限制［12］，但资本等全球化力量并

不能完全消解东道国的地方性社会结构，因此中国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原住民社会产生

隔阂［13］，甚至与本地经济构成竞争关系［1］，形成“自我隔离”的飞地现象。但是现有的研究大

多关注大型跨国经济活动，如大型跨国公司和大规模劳务输出等大型经济活动［14］，相比之

下，学界对资源有限的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在地嵌入机制，了解仍然不够充分。这就引出了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在缺乏强大资本与制度性支持的情境下，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如何依

托跨国网络与地方性资源，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嵌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如何通过商业

协作与规则适应来建构飞地空间？这些实践揭示了怎样的嵌入路径与策略选择，又凸显了

哪些独特的困境与张力？

本研究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中国移民小型商业活动为案

例，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移民在非洲的相关研究，并构建

“双重嵌入-飞地化”分析框架；随后介绍研究设计与资料来源；最后，在上述理论与方法的基

础上，以亚的斯亚贝巴的中国移民小型商业活动为案例，分析其经济与社会嵌入的路径及面

临的困境，并在结论部分进一步讨论这一现象对理解中国移民在非洲社会融入的启示。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1　文献综述　

当代跨国移民研究已从线性同化转向“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与“流动性转向”

（Mobility Turn）等新范式。跨国主义强调移民通过持续的跨境社会、经济与文化实践，维系

着一个跨越国界的社会场域［15］；而流动性转向则进一步将焦点从静态群体转向动态过程，揭

示人、资本与信息的流动如何重塑社会空间［16］。

在这一背景下，“嵌入性”（Embeddedness）成为理解移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概念［17］。此概

念源于波兰尼 （Polanyi）的理论，强调经济行动深植于社会关系与制度结构之中［18］。在此基

础上，双重嵌入性（Dual Embeddedness）理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来解释移民经济活

动［19，20］，认为移民创业者必须同时嵌入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充满张力的环境中：一是东道国的

主流市场与制度（外部嵌入），二是基于母国族裔的跨国社会网络（内部嵌入）［21］。这一理论

清晰地解释了移民经济兼具高度本地化与深受跨国网络影响的多尺度特征［22］。例如，周雯

婷等在苏州淮海街的研究表明，侨乡网络通过跨境联系推动了族裔经济空间的在地化［23］；

Lampert等人对加纳等国的中国移民小商业的研究，揭示了“族裔经济”的特点［24］，即中国企

业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优势，将产品和服务瞄准中国客户和其他中国企业；这些研究表

明，中国跨国移民通过嵌入华人“关系”网络和东道国的商业环境，能够建立稳定经济回报的

良性循环，并且能够促进信息交换和其他非正规合作，从而加速融入当地社会。

然而，双重嵌入的理想平衡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当双重嵌入呈现不均衡状态时，“飞地”

（Enclave）便成为其最显著的社会与空间后果［25，26］。传统观念常将飞地视为社会排斥之下形

成的孤立区域，然而在批判地理学的推动下，对飞地的理解已大为不同。它既被视为移民面

对外部压力通过强化族裔社会关系来抵抗本地威胁的防御性空间［27］，也被看作是其主动建

构的策略性缓冲带，能够使移民在地方情境下维护自身权益并构建自我认同［28，29］。例如，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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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员等指出，在穗非洲移民通过互动与空间实践建构地方感，却同时遭遇制度壁垒的排

斥［30］；金鑫等对比移民飞地的“传统模式”与“广州模式”，指出当代中国移民社区具有高度流

动性和临时性［31］；江荣灏等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广州的非洲移民社区并非单纯的隔离空间，

而是通过社会关系和空间再生产来维持生计与认同［32］。同时，非洲本土学者的批判性研究

丰富了该视角，他们指出中国移民社区与当地社会在劳工、市场等方面存在矛盾，而正是这

些外部的紧张关系凸显了飞地作为防御与策略空间的必要性［33，34］。

综上，现有文献虽已积累颇丰，但在理论层面仍存不足：双重嵌入的动态过程与飞地的

空间形态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得到体系化的梳理与连接。多数研究或侧重于嵌入的

过程，或关注飞地的形态，却未能有效解释前者如何在特定条件下促成后者的形成。本文旨

在弥合这一理论缺口，通过结合双重嵌入性与飞地理论，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以系

统性地揭示经济与社会网络在移民空间策略中的内在机制。

1.2　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本文提出以“双重嵌入-飞地化”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图 1）。该框架

旨在揭示，移民的空间实践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其嵌入策略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

物。对于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移民小型商业而言，这一框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

能够依托雄厚资本和制度支持开展市场渗透的大型跨国企业不同，小型商业高度依赖灵活

的、非正式的网络来谋求生存，其嵌入路径呈现出显著的特殊性。因此，飞地不应被简单视

为嵌入失败的消极后果，而应被理解为移民在双重嵌入过程中，为应对外部制度与市场环境

的强约束，所采取的一种主动的、空间化的适应性策略。这一策略的本质是内部嵌入网络的

系统性强化与外部嵌入的选择性工具化。

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移民需要在母国关系网和东道国社会环境之间不断调整以寻求

平衡。在理想状况下，移民可通过同时嵌入母国社会网络与东道国制度环境，获得最大竞争

优势；然而，在许多制度环境尚不稳定、市场壁垒较高的全球南方国家，这种理想的平衡状态

极难维持。移民的外部嵌入往往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对于缺乏足够资本

和法律资源来应对这些风险的小型商业而言，全面深入地嵌入东道国主流市场既不现实也

非最优选择。因此，移民群体通常会发展出一种非对称的、动态的双重嵌入策略。在此策略

中，他们会有侧重地强化内部关系网，并以此为基础，选择性地与外部环境开展互动。具体

来说，移民首先通过构建一个基于母国社会经济网络的内部嵌入系统——如，与母国族裔形

成紧密联系的供应链、非正式资金融通渠道和稳定的客户网络——来确保基本的社会关系

生产与资本积累［35］。这对于启动资金有限、难以获取当地银行信贷的小型商业来说至关重

要。这个基于亲缘、地缘关系网络的内部系统高度依赖母国的社会和经济网络，并且通过自

我强化的信任再生产和信息共享［36］，为移民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中构筑了一个稳固

的生存场域［37］。然而，这个内部网络并非主动与社会隔绝，恰恰是为了更有利、更可控地与

东道国社会进行选择性互动。移民以内部网络的集体资源和信息优势为依托，来获得东道

国环境中的特定资源。他们会策略性地嵌入东道国制度与市场，例如在劳动力雇用上利用

当地的人口红利，在土地租赁上与地方权力精英建立联系，或在商品流通上打通特定的物流

渠道。这种外部嵌入具备高度实用主义特征，能够有效地汲取外部资源以反哺内部循环。

这种复杂的双重嵌入策略最终要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组织形态，由此

便催生了“飞地化”的现象。它首先通过地理上的集聚，为内部经济活动和社会网络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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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提供空间，从而在空间上强化了社群的凝聚力与认同感。更重要的是，飞地构成了移民群

体与东道国社会进行选择性嵌

入的重要“界面”与“屏障”。它

既是一个向内整合资源、强化

团结的平台，也是一个向外与

东道国社会进行功能性对接

（如集体谈判、信息发布、社会

交往）的窗口，能够有效降低信

息成本，共享客户资源，形成集

体议价能力。因此，飞地并非

对外部嵌入的消极对抗，而是

这一双重嵌入策略在空间上的

主动建构。

综上，本框架将“嵌入”视

为动态过程，将“飞地”视为空

间策略，进而揭示二者的内在

联动关系，特别阐释了小型移

民商业在结构性约束下形成的

独特适应路径。

2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本研究的案例区域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作为非洲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最

为迅速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与中国长期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活动

中引入中国资本，催生了大规模的中国移民迁入现象［38］。

21世纪初，中国的建筑企业开始进入埃塞俄比亚，最初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建筑产业链，

包括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简称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轻轨等标志性基础设施，东

方工业园、华坚工业城等工业园区，并承建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多座现代化公共建筑和商务设

施。与此同时，中国交建集团、中土集团、中国江苏国际投资集团、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大型国有企业均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分支机构，带动了中资企业员工、承包商以及依托

这些企业网络发展的中国小型商户的持续涌入。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众多移民聚集地中，卢旺达菜市场（Rwanda Food Market）是中国移

民小型商业最为集中的区域。该地区最初因卢旺达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周边形成的蔬菜水

果交易市场而得名，随着中国超市和餐馆的聚集，逐渐演变为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核心集聚

区。即使在大使馆搬迁后，“卢旺达菜市场”的称谓仍被广泛使用。截至 2024年 12月，该地

区约有中国移民经营的小型商业 40家，包括 6家超市、3家发廊、3家宾馆、4家生鲜门店、20

家餐馆以及 1家汽修厂。与之相比，亚的斯亚贝巴其他区域的中国移民小型商业则极为零

散，未形成规模性集聚。因此，卢旺达菜市场为研究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空间分布、社会嵌

入与飞地化特征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图1　“双重嵌入-飞地化”机制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ual embeddedness - enclavisa‐

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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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团队于 2024年 7月

至 12月在卢旺达菜市场开展多次实地访谈和调研。首先，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团队记录

了卢旺达菜市场内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业态类型、经营模式及其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情况。

其次，研究团队对该区域的所有中国移民商业进行了业态普查，从而根据业态类型抽样开展

半结构化访谈，确保每类商业至少覆盖一个样本。

在样本构成上，研究团队共收集了 18份有效访谈记录，受访者涵盖各类商业业态的店

主或经营者。研究团队还对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商铺经理进行深度访谈与回访。为便于引

用，本文根据商业业态对访谈对象进行编号，首字母代表业态类型，数字代表访谈顺序。例

如，餐馆（Restaurant）的访谈对象依次编号为R1、R2等，零售超市（Mart）为M1、M2等，发廊

（Barbershop）为 B1、B2 等，生鲜门店（Fresh Food Store）为 F1、F2 等，宾馆（Hotel）为 H1、H2

等。考虑到单一群体视角对现象描述的局限性，本研究还补充访谈了 8名与卢旺达菜市场

相关的本地人员，包括周边居民（4人）、本地劳动力（2人）以及与中国商户有业务往来的本

地供货商（2人）。这些访谈为理解移民商业的本地认知与互动关系提供了有效对照。

在分析路径上，本文并未采用严格的语义编码程序，而是通过案例比较与归纳总结展开

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基于参与式观察与访谈资料，对卢旺达菜市场的中国小型商业进行

整体性描绘；其次，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两个维度，比较不同类型商业的经营模式、互动方

式与空间布局特征；最后，整合移民经营者与本地居民的叙述，总结出中国移民小型商业在

亚的斯亚贝巴的主要嵌入路径及其飞地化特征。

3 中国移民小商业活动的双重嵌入性 

3.1　小商业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　

中国移民小商业并非自然而然地出现，而是在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合作的不断深化与移

民人口持续流动的过程中逐步演变而来。整体上，它们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1世纪

初至 2015年的初步集聚、2015年至 2019年的快速扩张，以及 2020年至今的衰退与局部增长

并存。

1）21世纪初至 2015年：21世纪初，中国建筑企业陆续进入埃塞俄比亚，最初的投资主要

集中在建筑产业链领域，但随着建筑工程项目持续增多，一批具有敏锐经济嗅觉的私人投资

者在 2010年前后进入埃塞俄比亚，开始经营小型商业。这些投资往往缺乏深思熟虑，更多

是个人能动性与偶然机遇结合的结果。在这一阶段，卢旺达菜市场的地理位置具有显著优

势，毗邻亚的斯亚贝巴的主要公路，连接博莱国际机场和距离主城区 23公里的东方工业园

（图 2），因此成为最初的商业聚集地。先行的中国商人通过开设杂货超市和餐馆等小型商

业，创造了初步的商业环境，并将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联系起来。该阶段只有 1家杂货超市

和3家餐馆投入运营，分布在唐人街的中心位置。

2）2015年至 2019年：随着中埃工程合作的持续深化，尤其是亚吉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的启动，大量中国工人通过劳务派遣来到埃塞俄比亚。由于当地劳动力多从事农业生

产，不具备建筑技能，中国劳工的涌入进一步推动了移民人口的集中。据多方访谈信息推

测，在 2015至 2016年间，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移民数量接近 20万，其中约 5万人聚居在

卢旺达菜市场周边。这一人口红利显著刺激了商业活动的扩张。到 2019年前后，卢旺达菜

83



世 界 地 理 研 究 35 卷 

市场已拥有十余家餐馆、若干家超

市和生鲜食品供应门店，唐人街沿

线逐渐发展为移民社区的经济与社

交中心，并与西侧城市主干道紧密

相连，呈现出移民社区商业繁荣的

景象。

3）2020年至今：进入 2020年以

后，疫情暴发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推动更多中国商人“出海”寻求机

会。“2020年后，国内做生意越来越

难，我就决定到非洲闯一闯”，一位

受访者（R4 店主）这样解释。类似

的叙述在访谈中多次出现，其中一

部分来自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移民

也选择在亚的斯亚贝巴定居（R1店

主）。多位受访者均提到，卢旺达菜

市场区域超半数的中国商铺在这一

阶段新开业，仅 2024 年就新增了 5

家餐馆和 1家发廊，商业类型更加多样化。然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2019

年起，埃塞俄比亚政府调整

投资和移民政策，扶持本地

劳动力替代外籍务工人员；

埃塞俄比亚国内军事冲突和

美国取消埃塞俄比亚的《非

洲 增 长 与 机 会 法 案

（AGOA）》免税许可资格，进

一步加剧了移民人口外流。

卢旺达菜市场的中国居民人

数因此减少，租房空置率上

升。尽管如此，该商业区依

旧保持着较高的活力。许多

店主虽然不再居住于市场内

部，但依然选择在此经营，保

持了商业网络的延续。同

时，新兴商铺的不断涌现，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外

流的影响，维持了空间结构的稳定（图3）。

3.2　本地环境中的 “外部嵌入”　

在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数量增加，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图2　卢旺达菜市场区位示意图

Fig. 2    Location of the Rwanda food market

图3　卢旺达菜市场区域中国移民的小商业活动业态分布示意图

Fig.3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Chinese migrants’ small-scale business ac‐

tivities in the area of Rwandan foo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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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扩展，有效催生了当地商业活动的增长，尤其是零售业和食品加工行业。这不仅满足

了中国移民的日常需求，也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多样化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卢旺达菜市场

周边，中国移民的消费需求吸引了大量本地资本进入餐饮与零售业，逐渐形成跨族群的合作

关系。餐饮业原材料的供给通过紧密衔接本地市场，并嵌入现有的供应链体系，有效带动了

周边经济的繁荣。

R3的店主回忆道，“在我们 2015年刚来到这里时，（门口）还是泥地、贫民窟和各种动物

养殖场，只有几家中国店铺；但这几年过去后，这里（道路等基础设施）都重新修缮，并且本地

的咖啡店和其他餐饮行业都增加了”。与此同时，中国移民在开展商业活动时，通常需要租

赁土地来开设店铺、餐馆或其他经营空间。这些土地大多通过当地人转让或出租获得，使土

地交易成为商业扩展的必要前提。由此，移民经营活动在满足内部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土

地流转与本地经济的活跃发展。

此外，埃塞俄比亚的创业环境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尤其是在小规模、低技能、劳动密

集型的小商业领域。很多中国小企业选择通过雇用当地员工来开展商业活动。通常商店只

有经理（店主）和骨干员工是中国人，一般在 2~4人不等，其他则是当地人。据统计，餐馆等

小型企业雇用的当地员工数量通常超过 8人，规模较大的R7餐馆甚至雇用了 18名当地员

工。超市雇用的员工平均为 5人，负责运货、理货等。这些中国企业的本地员工薪酬普遍高

于当地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无特殊技能的员工的月薪为 8 000 比尔①不包括食宿，或

5 000比尔包括食宿，是当地同类职位薪酬的1. 5倍；而有技术优势（如汽修、翻译、管理等）的

当地员工月薪可超过2万比尔。这一薪资水平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劳动力就业。

埃塞俄比亚的法律严格禁止外国人直接参与批发与零售活动，因此，中国商人必须依赖

本地合作伙伴开展商业运营。这些合作伙伴通常负责办理营业执照、管理财务，并与税务部

门等行政机关沟通。尽管所有店铺的初期资金主要由中国投资者提供，但埃塞俄比亚合作

方在法律和制度赋权下占据了主导地位。为确保商业活动的稳定性，中国商人往往通过建

立紧密的社会关系来维系这种依赖关系。例如，M1超市的法人代表是中国投资者的配偶；

而R7餐馆的法人代表则由一位与投资者长期保持私人交往和合作关系的本地朋友担任；

M3超市、R5餐馆和R6餐馆的法人均由其房东担任。这些实践表明，移民群体在制度约束

下发展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契约模式。该模式一方面通过强化信任机制提高了跨文化合作

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移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策与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

最后，除了经济合作，许多中国移民还通过参与当地的社会慈善活动，响应社区的需求，

并借此加强与当地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这些社会活动不仅提升了商人在社区中的形

象，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M3的经理介绍道：“每次埃塞俄比亚有国

内庆典节日，我们每一家店铺也捐几千至上万比尔不等”。

3.3　中国移民经济网络中的“内部嵌入”　

早期中国移民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卢旺达菜市场区域，逐步发展出一个嵌入华人群

体内部经济与社交网络的体系。依托面向同胞的跨国供应链，中国商人能够向埃塞俄比亚

的移民群体提供来自中国的商品与原材料，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商品流通网络。

以食品供应链为例，当地华人社区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供给体系。两位中国商人在亚的

①比尔（birr）是埃塞俄比亚法定货币，截至2025年9月，人民币对比尔的汇率约为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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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亚贝巴近郊区经营两个农场，分别位于首都南部 50公里和首都北部 100公里处，主要从事

蔬菜种植与畜牧养殖，并在卢旺达菜市场设有生鲜零售门店，同时为本地的华人餐馆与超市

持续供货。这些餐馆和超市与农场建立了长期的订货关系，再将农产品分销给在埃塞俄比

亚的中国消费者。由于当地市场可替代的蔬菜种类有限，这些农场产品凭借供给的稀缺性，

牢牢占据了供应链的核心环节。此外，面粉、调味品等商品必须从中国进口，当地的六家超

市充当了进口商，连接中国本土的

商品供应链与当地市场。这种商品

网络不仅保障了物质供给，还深化

了移民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系（图 4）。

譬如，上述农场经营者曾与R7餐馆

老板合资经营农场，尽管 2020 年后

R7餐馆老板退出了农场经营，但他

们仍通过供应链维持合作与互助。

这种互惠机制强化了群体内部的信

任与凝聚力。

随着商业网络的不断扩张，卢旺达菜市场也逐渐演变为服务于华人经济网络的消费与

社交中心。这里除设有各类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商铺之外，还衍生出多样的文化与社交服

务，包括由华人社群自发组织的节日聚会、卡拉OK厅与麻将馆等娱乐场所。这些场所不仅

满足了情感与文化需求，也进一步推动了内部循环的形成。换言之，中国移民的经济活动与

社会生活日益依赖这一内部体系，而这一体系也实现了物质供给与社交网络的双重自给。

在此基础上，这些小型商业的运行不仅依赖于商品与服务的内部循环，还深深嵌入跨国

资金流动和亲缘网络之中。这些中国移民在经营过程中普遍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技术和

人员支持，并且与其他华人企业保持紧密联系。持续的中国投资——尤其是建筑业投资

——对维持小型商业活动尤为重要。由于埃塞俄比亚投资法案的限制，小型服务业难以取

得埃塞俄比亚长期居留许可，因此部分商家通过借助与大型工厂投资者的关系间接获得经

营空间与合法性。例如，R4餐馆的店主解释道： “这个餐馆是我父亲托人介绍的店面，我父

亲在埃塞俄比亚建筑行业投资超过十年，并给了我 20万（人民币）启动资金；在节假日，餐馆

内的院子是我和我父亲的其他朋友聚会的地方。”

在经营模式上，超过 80%的商家呈现出典型的家庭经济特征，夫妻或亲戚是运营的核

心。这些商业活动深深植根于一个由地缘、亲缘、友缘构成的跨国社会网络之中。在共同经

营的过程中，移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持续巩固，因此，商铺在地理上的邻近性，便成为维系这些

关系网的关键。例如，受访的M3超市、R5餐馆和R6餐馆共用一栋联排平房及后院，共同雇

用了 6名本地员工和 3名中国管理人员。这 3位管理者互为亲属，其中一人（M3超市管理

者）将另两人介绍到此地经营餐馆，并按投资比例分配利润。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亲缘关

系、空间共享与经济合作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4 飞地建构与移民的自我维持机制 

4.1　边缘化的经济定位　

在当地经济体系中，大多数中国小商业从业者仅为市场边缘性参与者。这种边缘化并

图4　食品供应链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od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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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完全源于被动的排斥，也包含了主动选择的结果。受限于经营模式和供应链特征，这些小

商业活动主要沿用中国的商业逻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中国的商品、资金和劳动力

支持。绝大多数华人超市的货架上，不仅有中国特有的食品调料，还有中国品牌的日用品，

如特定品牌的牙膏、洗衣液，甚至还包括由当地食材制作的中国豆腐、咸菜等。这意味着他

们的核心业务，从商品选择、文化品位到最终消费，整体构成了一个与埃塞俄比亚本地消费

体系平行的经济飞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人餐厅的菜单更新，其灵感往往来自中国国内

流行的“网红菜品”，而非尝试融合本地食材或口味。他们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关注

国内餐饮趋势，并依托华人供应链复刻这些菜品，从而与本地市场的饮食文化始终保持着距

离。这种隔阂不仅体现在供给端，也影响到本地居民的消费体验。一位受访的当地居民坦

言：“这些餐馆的消费不适合我们。菜单全是中文，看不懂也没办法沟通，而且价格还以人民

币结算，太贵了。”

此外，这种以华人社会经济网络为主的经济模式，使得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在本地经济

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有限。尽管少数企业家通过婚姻等方式与本地社会建立起稳固的社会

关系，但大部分中国移民除开展有限投资合作以及劳动力雇用之外，无法融入当地的资源和

市场。根据访谈和实地观察，超过九成的顾客是中国人，而理发店等服务业的顾客几乎完全

是中国人，与当地非华人社区基本没有互动。

4.2　流动性与制度性不稳定　

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移民群体中，高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是普遍现象。这种流动性不仅

体现在个体的迁徙选择上，也体现在他们对商业投资和社会关系缺乏长期承诺。多数中国

移民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与当地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存在一定隔阂。他

们往往将埃塞俄比亚视为谋生和积累资本的中转站，而非最终的落脚点。正如一位来自肯

尼亚内罗毕的餐馆经营者所言：“我的目标是在非洲每一个国家都开一个兰州拉面店，因此

我未来大概会离开埃塞俄比亚前往乌干达等其他营商环境友好的国家”（R1店主）。这种

“候鸟式”心态使他们在社会关系和资本投入上更倾向于短期收益，弱化了长期嵌入的意愿。

不稳定性还表现为劳资关系的脆弱。中国商人普遍依赖本地劳动力从事服务与体力劳

动，但本地员工的高流失率使得劳资关系难以维持稳定。许多本地员工在掌握基本技能后，

选择前往中东国家寻求更高的薪酬，这导致商家被迫频繁招工和培训新人，增加了经营成本

与不确定性。一些受访商户反映，即便在技能要求低的餐饮和零售业中，人员流动也非常频

繁。“有的服务员干两三个月就走了，我们得不停地教新人。”（H1店主）。

此外，移民的不稳定性还受到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和居留政策

对小型服务业存在诸多限制，许多移民只能依靠挂靠关系或临时签证经营，进一步加剧了他

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在这种情境下，移民普遍缺乏在地归属感，也难以在社区层面建立稳

固的社会关系。这种制度性的不确定与个体性的流动策略相互叠加，使得中国移民群体在

经济与社会层面都处于一种“临时性存在”的状态。

4.3　飞地的主动建构　

面对边缘化、流动性和不安全感，中国移民逐渐建构出一种主动适配的飞地策略。这不

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商业聚集区，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通过内部的紧密协作和外部

的审慎应对来保护群体利益。在内部，飞地表现为高度密切的商业协作网络。商户之间依

靠微信群、同乡会等渠道，频繁交换关于政策变动、海关检查、治安状况和汇率波动等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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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从而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风险。正如M4的经理所言：“谁要是办居留许可

证遇到了新麻烦，马上会在（微信）群里说，大家就知道最近要注意什么，该找谁去办”。这种

即时信息共享机制，使得个体商户能够集体性地规避经营风险。与此同时，商户之间的资源

整合也十分普遍，例如共同租赁集装箱运输货物、在本地联合采购以提升议价能力，甚至通

过小额资金拆借解决彼此的资金周转困难。飞地内部逐渐形成一条微型供应链：华人清关

公司服务于贸易商户，贸易商户又为餐馆和超市提供商品和原材料。这种内部循环不仅提

高了效率，也确保了商业活动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然而，飞地并非完全封闭，而是充当“缓冲带”，移民们以此为平台，策略性地维系着各类

外部联系。例如，面对当地复杂的法律和税务体系，许多中国商人选择聘请当地会计、律师

或中间人，将复杂的行政、法律和税务事务外包，以支付服务费的方式解决制度沟通障碍并

节省精力。这种做法既确保了他们能够遵守当地法律，又无需直接陷入陌生的官僚体系。

此外，他们与少数关键的本地行动者建立了弱纽带关系，如房东、社区官员和税务局的高级

雇员，这些关系往往通过互惠原则维持，例如提供小额礼金和长期稳定的租金。这些“弱纽

带”虽然不追求情感联系的强度，却足以确保商业环境的稳定。在劳工管理上，中国雇主逐

渐形成了一种混合模式：核心岗位由家人或同乡掌握，以确保经营的连续性；非核心岗位则

交给本地雇员，并从中培养一个长期就职的当地员工作为管理人员，由其向其他员工传授服

务、搬运货物、收银等技能。这一模式虽然并非以培训为目的，却在实践中推动了本地劳动

力市场的互动和适应。

通过内部协作和外部适应的双重过程，中国移民实现了“双重嵌入”。他们首先深度扎

根于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华人“飞地”网络，这一网络为他们提供信任、资本、资源和文化认

同，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以此为平台，他们选择性地与东道国的法

律、市场和劳动力体系进行互动。这种外部接触并非全面的融合，而是规避风险、追求实效

和利益导向的实用策略。因此，飞地的核心作用并非切断与本地社会的联系，而是通过维持

内部凝聚力来实现一种可控的、策略性的外部连接。正如M1经理所说：“我们的顾客都是中

国人……所以我们无需过多担忧（埃塞俄比亚）最近的冲突和市场的波动问题”。这个观点

揭示了飞地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即它不仅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内部市场和协作网络，也在高度

不确定的环境中为移民群体提供了维持生计与保持相对独立的制度性保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对亚的斯亚贝巴“卢旺达菜市场”中国移民小型商业的实地研究，本文揭示了跨国

移民经济实践中“嵌入-飞地”的双重逻辑，并提出“小型商业的双重嵌入与主动飞地”的分析

视角。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现有文献通常将“嵌入”视为移民经济成功与社会融入的正向过程，而将“飞地”视

为嵌入失败的被动结果。本研究的发现表明，这种二元化的理解过度简化了移民嵌入的过

程。在亚的斯亚贝巴，中国移民的小型商业实践揭示了“嵌入”与“飞地”并存、互动的规律：

一方面，移民商业在劳动力、供应链和消费市场中与本地社会进行紧密互动；另一方面，他们

又主动通过构建“飞地”来维持族群网络和降低风险。由此可见，“飞地”绝非隔离和排斥的

被动结果，而是移民群体在不确定环境中增强生存韧性的主动适应性策略。这一发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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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飞地的理解，将其置于移民适应性策略的框架之中。

其次，现有研究多强调移民在东道国社会中的单向嵌入，而忽视了跨国网络和族群经济

的作用。本研究阐释了“双重嵌入”概念，即移民商业同时依托东道国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以

及跨国和族群网络。这种双重嵌入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机制，使移民商业既

能利用东道社会的机会，又能通过族群网络获得补偿性资源，从而增强在地生存能力。这一

视角为理解跨国移民的嵌入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5.2　讨论　

本研究为现有的“嵌入-飞地”框架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已有研究多将飞地视为移民

在地化失败的副产品，而本文表明，飞地也可能是移民群体为应对环境不确定性与社会排斥

所采取的主动适应性策略，是具有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展现出移民在在地化过程中的灵活

性。同时，本文提出“双重嵌入”的分析视角，强调小型商业既要在东道国社会制度与市场中

扎根，又要在跨国与族群网络中寻求支持。双重嵌入并非静态状态，而是一种动态平衡，它

揭示了移民经济活动如何在全球与地方之间不断调适，这一视角有助于深化对跨国移民经

济实践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案例分析显示，中国移民在亚的斯亚贝巴形成的双重

嵌入与飞地化策略，并非孤立于当地情境，而是折射出全球南方城市普遍面临的移民治理挑

战。无论是在非洲其他国家，还是在拉美与东南亚的类似场景中，移民小型商业如何在嵌入

与飞地之间寻找平衡，都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因此，本文的案例虽具有特殊性，但也在

普适层面揭示了全球南方移民经济实践的共性逻辑。

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为中非合作中的移民治理提供了启示。研究案例表明，虽然中国

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本国与东道国社会的双重嵌入，但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文化隔阂

以及地方治理制度的不足，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中方可在海外移民服务中完善法

律援助、语言培训和跨文化交流机制，并与埃方在劳动力市场与城市治理中加强合作，从而

设计更加包容的政策框架。中埃双方的制度创新与合作实践可以推动移民商业从被动的生

存策略转向更具合作性的共生关系。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移民与本地社会的矛盾，也体现了

通过移民治理推动合作共赢，并积极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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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ness and enclave: Small business practices of 
Chinese migrants in Addis Ababa

GAO Han, WANG Xingp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mpetu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oing Out" strategy,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migrants have relocated to Africa to engage in small-scale commercial 

activities, sparking scholarly debates on how migrants integrate into the host country's economy 

and society.  Taking the case of Chinese small business activities in Addis Ababa as a representa‐

tive example, this study employ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

depth interviews—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igrant business network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nese migrants pursue a strate‐

gy of "dual embeddedness", construc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networks across both the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in order to sustain their livelihoods and pursue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exclusion from host societies and their own sense of insecurity, Chinese migrants have estab‐

lished "enclaves" as self-segreg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spaces.  The formation of such enclaves 

is not merely a passive reaction to marginalization, but also an active strategy undertaken by Chi‐

nese migrants to safeguard their interests and maintain their social networks.  This study contrib‐

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small-scale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offers insights into facilitating the overseas operations and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

grants.

Key words: Addis Ababa; Chinese migrants; small business; dual embeddedness; enc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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